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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代以来，日本在以政治大国为目标的国家战略牵引下，军事发展以不可阻挡之势大幅跃

升，特别是1995年日本第一次修改《防卫计划大纲》以来的十年间，日本在军事战略调整、军事力

量建设、作战理论创新、体制编制改革、信息技术发展、武器装备更新等诸方面均有“大手笔”、

“大动作”。其中，尤其以军事战略的调整幅度最大、最具颠覆性。日本安全保障会议和内阁会议

于2004年12月10日批准出台的最新版《防卫计划大纲》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众所周知，战后日本的军事力量是在两大“屏障”的规制下发展起来的：一是日本的自我约束

性政策，二是美国的政策把握。比较而言，前者比较表象、具体，有明确的政策性规定，诸如宪法

第九条、“专守防卫”原则、“基础防卫力量构想”、“无核三原则”等等。后者则较为隐性、宽

泛，其决定性因素是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利益及其对日关系。不可否认，前者对于日本的军事发

展的确构成了一定的规制，尽管这一规制是有限度的。事实上，在冷战时期日本重建军事力量的过

程中，不得不花费很大的精力，利用种种变通手法，对上述政策进行扩大化解释，以寻求政策底线

的最大扩展。相比之下，美国在对日军事政策的把握上却是扶持大于约束。  

    冷战结束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美国为了维护在东亚乃至全球的安全利益，特

别是在9·11事件后，美国以反恐名义发动伊拉克战争以来，对日本所能给予的军事合作产生了更为

迫切的战略需求，这就使得它对日本在军事上的限制越来越失之于宽，结果便是政策底线的宽泛，

它甚至积极策动日本在不脱离美日军事同盟的基础上，尽早摆脱政策限制，发展除核力量以外的常

规军事力量。与此同时，日本的内部环境对摆脱军事发展的各种限制也越来越有利，这包括国家战

略的牵引、政治社会气候的变化以及“新国防族”的强势崛起。自1996年以来，日本在军事上向底

线冲击的姿态更是剑拔弩张，随着形形色色的相关法、特措法以及日美间双边军事安排的逐一到

位，日本的底线突破战略正越来越迫近其终极目标。  

    在“新大纲”出台前两个月的2004年10月4日，小泉首相的私人咨询机构“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

恳谈会”向他递交了一份题为“面向未来的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构想”的报告，其中提出的“统合

安全保障战略”可以认为是日本新时期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架构。其基本内容是：以多能弹性的防

卫力量为核心，通过“自主努力”、“同盟关系”和“国际合作”三种手段的相互结合，实现“保

卫日本安全”和“改善国际安全环境”的两大目标。  

    在这一国家安全战略的指导下，“新大纲”具体描绘出了日本新军事战略的总体轮廓。其特点

是：  

    一，先制性本土防卫。这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弹道导弹

扩散以及国际恐怖活动在内的新型威胁和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影响的多种事态”的综合处置，

二是对“大规模侵略事态”的防范。作为具体措施，则提出了调整体制编制和防御态势、包括弹道

导弹防御系统在内的武器装备研发与技术革新、人才队伍建设和作战理论变更等多方面的内容。对

于事态认定标准、军事手段运用的时机选择，“新大纲”没有提及，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往日

本相关的法律规定中找到答案。继1997年9月新的《日美防务合作指导方针》提出模糊概念的“周边

事态”之后，1999年5月的《周边事态法》又提出了“准有事”概念，即，如置之不理则可能发展成

为对日本的直接武力攻击之事态等，这就将对事态的认定提早到了“有事”前。其后，2003年6月通

过的《武力攻击事态法》进一步提出了“推断有事”的概念，声称“有事”包括“预测可能遭受的

武力攻击事态”，将“有事”的外延进一步扩大。而日本对“有事”的处置手段与时机则可在其防

卫厅长官的谈话中得到印证，即“宪法允许日本对可能向日本发动导弹攻击的外国基地实施先发制



人的攻击”。这样看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本土防卫这一环节上，日本将摒弃以往的“危机反

应”战略，开始强调以企图“先发制人”为主要特征的危机先期预防与慑止。  

    二，谋求海外参与。与1995年的《防卫计划大纲》相比，“新大纲”的明显区别是将“预防国

际性威胁”，即“海外参与”定位为日本军事力量的“固有职能”。很显然，日本军事力量在职能

上的这一转变与其军事战略方针的调整是吻合的，同时它也必然会牵动其性质的根本性转变，即由

内卫型的“自卫队”向内外结合型的“国防军”转型。2004年11月，执政的自民党在提出的宪法修

改案中就公开提出将“自卫队”更名“自卫军”，这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信号，它表明日本的军事

力量企图从此摆脱战后“问题儿”的形象，并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国际军事舞台。在2004年底发生的

印度洋海啸灾难发生后，日本防卫当局派遣由陆海空三自卫队组成的联合部队前往东南亚地区参与

救援活动。这支总计约1400人的空前庞大的武装力量出现在东南亚，潜藏在背后的战略企图绝不会

仅限于政治与外交层面，这是日本军事力量在“新大纲”出台后的第一次海外参与。  

    三，军事力量调整方针有所变化。“新大纲”所提出的“多能、弹性、有效”的军事力量调整

总方针与1995年“大纲”的“合理、高效、精干”相比，可以说是既有传承又有所改变。其中，

“多能”方针的提出便是对军事力量功能转变的呼应。在“新大纲”出台前，防卫厅与财务省针对

自卫队的编制曾有过激烈的论争，其核心便是围绕着防务开支而展开。从最终的结果来看，“新大

纲”所确定的三自卫队编制以及同时出台的新“中期防”（2005至2009年度）所提出的防卫预算额

度，基本上满足了防卫厅的要求。具体来看，陆上自卫队的总编制员额由16万人减至15.5万人，但

常备员额却不减反增，由14.5万人增加到14.8万人，海、空自卫队的主战装备尽管也有所缩减，但

对自卫队的总体作战能力不会产生大的影响。防卫预算与上一个“中期防”相比，尽管减少了约1万

亿日元，但由于装备采购计划的适度削减以及日本放宽“武器出口三原则”后可能带来的对内装备

采购价格的下调，应该说24.24万亿日元的五年防卫预算是完全可以满足日本企图建立“多能、弹

性、有效”军事力量之要求的。  

    总之，“新大纲”的出台预示着日本的军事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他对未来亚太地区安全

形势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对此我们理应给予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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